
纪念依法 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十周年笔谈

控权
、

审判权
、

刑罚权置于维系国家秩序必要程度的标准看
,

这一践行还存在诸多问题
。

为此
,

我

们对新型刑事法治理念必将启动的刑事法治践行期待是
:
摒弃

“

疑罪从轻
”

的错误做法
,

坚持疑罪

从无原则 七 收回死刑复核权后
,

首先应进一步从先行废止经济犯罪的死刑设置做起 ; 增设专门的针

对未成气犯罪人的刑罚种类或特殊 的罚则适用制度
; 取消邢事前科报告制度 ; 建立针对未成年人的

刑 事俞科消灭制度 ; 正确把握
“

轻轻重重
”

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 试行邢事和解
、

恢复性刑事司

法制度
,

等等
。

人权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原则的修改

王 敏 远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原则存在着需要修改的问题
。

我认为
,

无罪推定原则属于需要修改 的原则 ;

公
、

检
、

法三机关关系原则应当废除 ; 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是修改刑事诉讼时需要确立的原则
。

一
、

无罪推定原则的修改
。

我国 1 9 9 6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第 12 条的内容
,

是此前刑事

诉讼法所没有的
,

规定这一内容是一个进步
。

第一
,

该规定确定 了只有经过法院的裁判
,

才能确定

一个人有罪
,

其他机关没有这个职权
,

这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
。

第二
,

为 了体现或者贯彻落

实第 12 条规定所反映出的无罪推定的精神
,

刑事诉讼法第 1 62 条第 2 项
,

还专 门规定 了对指控证

据不足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要求
,

也就是疑罪从无
。

这也是无罪推定原则精神 的反映
。

但这个规

定只是一个有限的进步
,

因为这是以认为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都是错误的认识为前提的
。

由于我们

对 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缺乏正确而充分的认识
,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很多方面没有真正

地
、

完全地贯彻无罪推定原则
。

类似于佘祥林的案件是其典型表现
。

因此
,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

推定应当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予以修改完善
。

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之后
,

在修改刑事诉讼法

的其它各章节时
,

应 当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具体要求
。

二
、

公
、

检
、

法三机关之关系原则需要废除
。

与原来刑事诉讼中公
、

检
、

法三家是一家的观念

相 比
,

公
、

检
、

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
,

互相配合
,

互相制约的原则是一个进步
。

但该原

则并没有摆脱公
、

检
、

法三家仍然是一家的观念
,

即
:

他们肩负着共 同的任务
,

只是分工上有区别

而已
。

而且
,

按照该原则
,

只有三机关之间才会有平等的关系
,

才会有相互配合和制约的问题
,

至

于三机关之外的
,

都不是可 以相提并论 的诉讼 主体了
,

或者说 只不过是刑事诉讼 主体 中的另类而

已
。

三机关合力来对付被刑事追诉之人的观念与现代刑事诉讼 的基本理念不相吻合
。

按照联合国人

权公约所体现的现代刑事诉讼的三机关关系的基本理念
,

同为控诉性质的机关
,

公安机关和检察机

关是一家的观念
,

有其合理性
,

法庭与控诉机关
“

并肩作 战
” ,

则不符合人权公约的基本理念
。

此

外
,

三机关之关系原则体现出
,

刑事被告人在刑事诉讼 中并不能确立其可 以与控方平等的诉讼主体

地位
,

辩护人难以获得足以 和控诉方相抗衡的能力 ; 而按照人权公约的规定
,

控辩平衡
、

平等武装

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

我认为
,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三机关关系原则应当废除
。

废除这个原

则不仅有利于转变相关的观念
,

而且对刑事诉讼法修改三机关的相关关系
、

加强辩护方的作用
,

均

有积极意义
。

三
、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应 当确立
。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规定这个原则
,

但人权公约第 7 条对

此作了明确规定
:

任何人已经依照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的
,

就不得

以 同一罪名再予审判和惩罚
。

根据该原则的要求
,

同一个人因为同一个行为不得遭受两次审判或者

惩罚
。

这就是禁止双重危险的原则
。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所强调的是有错必纠
,

不论这种错误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 (是由于犯罪造成的
,

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
,

不论这种错误 的性质是什么 (是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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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还是不利于被告人的 )
,

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要求的却与此并不相 同
,

该原则所强调的是

纠正错误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允许 ; 并且
,

一般说来
,

纠正的只能是结果有利于被告人的错误
,

或者
,

在严格限制的条件下
,

对某些基于刑事犯罪而导致的错误
,

才可予 以纠正
。

我认为
,

应当在

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立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 同时
,

也应该根据该原则的精神对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

作相应的改造
,

使其符合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所要求的一系列的规范
。

中国的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

蒋 立 山

从历史经验看
,

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
,

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
“

先恶化
,

后改

善
”

的特征
。

几

公中民欢革开放初的 1980 年为起始点
,

以 2 0 5 0 年中国中期发展 目标的完成时间点为

终点
,

可以绘制一恨转型秩序演变轨迹的示意图
。

其中
,

1980 年至今为已证实的部分
,

即表现为
“

先恶化
”

的趋势
。

从现在至本世纪 2 0 50 年为未证实区域
,

能否在经历一个高风险阶段后出现
“

后

改善
”

的局面
, _

有待时间证实
。

中国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高位风险阶段
,

面临着三种不确定的秩序前景
: (1) 通过包括法律

手段在内的综合性的风险治理
,

在 2 020 年左右
,

进人平稳快速协调发展的 良性状态 ; (2) 高位风

险因素暴发
,

导致社会总体性危机 ; (3) 虽无总体性的社会危机
,

但各种局部性危机接连出现
,

社

会动荡长期化
,

即落人所谓
“

拉美化
”

陷阱
。

避免后二种可能性
,

是近二十年中国法律改革和秩序

治理的主要任务
。

中国的法治发展
,

应该超越以
“

法律控权说
”

为代表的狭义法治观念
,

采用一种包含人人享有

平等人权
、

公民平等参与管理
、

民主
、

科学文明
、

公正和谐
、

可持续发展
、

和平
、

经济繁荣等广泛

社会 目标的
“

广义的法治发展战略
” 。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

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目标

冲突
,

决定 了中国法治发展的三个阶段
。

一
、

经济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1, 80 一 2 0 0 0 )
。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的矛盾 冲突及其权宜

性的解决
,

构成了制约法治发展的最基本因素
,

围绕经济体制问题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构建成为法治

发展的主要任务
。

在此阶段
,

虽然法律制度大体上建设起来
,

但 由于社会仍处于矛盾上升阶段
,

法

律运行机制也未 良好确立
,

法律制度的供给本身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秩序的生长
,

出现了所谓
“

有法

律无秩序
”

的现象
。

二
、

社会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2 0 0 0 一 2 0 2 0 )
。

构建和谐社会 目标的提出
,

标志着中国开

始从经济发展优先战略向社会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向 本阶段以跨越
“

矛盾凸显期
”

的时期为历史使

命
,

法治建设以构建和谐社会
、

推进社会发展优先战略为核心
。

在此阶段
,

法治建设的核心是要建

立良好的法律运行机制和促进法律秩序的生长
。

三
、

政治发展主导的法治建设阶段 (2 0 20
一 2 0 5 0 )

。

如果到 2 0 2 0 年
,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 目标

能够基本实现
,

按照一种合理的预期
,

中国将进入社会转型的矛盾下降阶段
。

此时
,

民众对国家的

信心大为增强
,

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大为提高
,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条件基本具备
。

如能适时

进人以政治发展为主导的阶段
,

以 自主渐进彻底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

法治发展也将转向围绕

政治体制建设这个中心
,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将进人最后的完成时期
。

‘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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